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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信用的运行基础与现代信用制度的重建

汪火根

（南昌航空大学  文法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63）

摘  要：传统社会信用本质是共同体信用或信任网络，这种信用与其赖以运行的基础具有高度的内在契合性，这是传统社会未出现信用危机的根本原因。社会转型摧毁了传统信用运行基础并使之失灵，社会行为主体在逐利动机驱使下不能受到有效约束，构成当前我国社会信用危机的根本原因。通过对现代信用制度运行基础的重建来推进我国社会信用制度建设，成为治理当前信用危机的可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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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unning Basis of Traditional Credit and Reconstruction of Modern Credit System
ABSTRACT: The essence of traditional social credit is community credit or trust network, it is highly complied with its running basis, which account for the reason that non credit crisis occurred in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Social transformation has destroyed the running basis of traditional credit and made it malfunction, social behavior bodies didn’t constrained   driven by the motivation of pursuing profit, which constitute the main reason of credit crisis at present.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social credit system through the reconstruction of running basis of modern credit become the feasible path to governance  credit crisis at 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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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的形成、社会生活和秩序的正常运行，都不能没有社会信用的支撑，社会信用是人际交往与合作的前提，同时也是社会得以凝聚的内在粘合剂。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社会信用制度的形成和运行，总是嵌入于一定的社会结构并与该社会结构相契合。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随着传统社会结构解体，传统社会信用得以运行的基础被摧毁，难以对社会行为主体起到有效约束，构成转型期信用危机的根本原因。当前亟待构建现代信用制度的运行基础来促进社会信用制度建设。

一、我国传统社会信用的本质

作为个体的人必需与他人交往与合作，这是个体得以生存、社会得以维系的基础。基于人们之间的这种交往性与合作性，在客观上就衍生出了以诚相待、说话算数、言行一致的诚实信用的行为要求[1]。因此信用缘于人类的社会性存在，而它的本质特征，又往往受到特定社会结构的型塑。

以农耕文明为底色的中国传统社会，形成了一种上下分离、基层自治为特征的社会结构：在社会结构的最上层，是悬垂的皇权及其官僚体制。在其之下，是以家族或村落为基本单位所形成的一个个小共同体，由族权和绅权来支配，维系着各自相对的独立自治。此即“政府不直接干预社会，社会保有相当的灵活性；各家族共同体成为独立的社会大单元，彼此相安无事”[2]。在这种独立自治的家族共同体内部，共同的生产生活和血缘纽带使得成员之间联结成一种持久而又无法退出的关系，形成一种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熟人社会。熟人社会中的这种信用，我们称之为共同体信用，这种信用是不言自明的。正如费孝通所言，乡土社会的信用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3]。在熟人圈子内彼此间知根知底，信息的对称和充分传递使得成员难以作弊，而乡土社会中的闲言碎语所形成的舆论压力亦使得失信者难以立足，这便是共同体信用运作的机理。在传统社会中，这种共同体信用并不会因为个人的社会流动而消失，它在跨地域的社会交往和经济活动中仍发挥作用。例如明清时期，商业活动日趋繁盛，寄寓他乡的商人，往往以会馆、行会等群体方式来生存，使群体发挥对内部成员的担保作用，所谓“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不守信会产生连带效应，不仅使家乡族人蒙羞，同时也会对群体内的其他人产生负面影响，从而使得群体有动力对违规失信者进行内部惩戒以维护群体声誉。这在晋商的伙计制中也得以体现。在外经商的晋商采取从同乡、同族中寻找伙计，“若是伙计日后做出了欺骗或者有悖于财东的行为，那么就会玷污其在家族乃至家乡中声誉”[4]。一旦有人失足，出现舞弊不信之事，“遂为同行所不齿，乡里所鄙，亲人所指，失去营生，就业无门，再无言回归故土。故不信即自毙，人人戒之”[5]。传统商帮正是利用血缘和地缘纽带构建的会馆、行会等‘异乡人共同体’，起到约束成员、维护商帮集体声誉的作用。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商业活动中，还会借助于这种共同体来延展商人群体在异地的信用网络，比如说在传统商业活动中盛行学徒制度，学徒成为老板后又开始招收新的学徒，这样的体制，容易产生公司行号之间紧密关联，同时又有独立性的自发网络。网络中的每个人为他人可信任性担保，从而强化区域伙伴的连带[6]。

共同体信用的运作机理和模式一直延续到计划经济时期。在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位制度下，整个社会由一个个独立的、归上级单位直管的单位小共同体构成。在单位内部，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的重合，使得单位内部得以形成一个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熟人社会，这与传统的共同体极为类似。成员几乎所有的需求都在单位内部得到满足，成员对单位的强烈依附，使得单位能对成员的信用行为构成强有力约束。在成员诸如结婚登记、外出调研、招生考试等跨单位的社会行为中，都需要持单位介绍信，单位实质上起到了对成员行为连带担保的功能。

二、传统社会信用的运行基础与当前我国社会的信用危机

（一）传统社会信用的运行基础

传统社会未出现信用危机，有赖于传统信用与其运行基础的高度契合，后者对前者的有效运行起到了有力的支撑作用。传统信用的运行基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1．在价值层面上，传统的儒家伦理对诚信价值观的极力推崇。儒家伦理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强烈的秩序诉求，它强调发挥主体内在的力量，要求个人尽到自身义务、扮演好自身角色，这样整个社会秩序便可以在一种预期下得以实现，即通过诚意、正心、修身、齐家，达致治国、平天下。在这种由内向外推延的逻辑中，诚意成为道德修养和建立功业的出发点。儒家伦理对诚信的推崇，一方面将之上升到天道的高度，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对其加以灌输，使之成为日常五伦（仁、义、礼、智、信）之一，使诚实守信内化为个体的自觉要求，并逐渐积淀为集体无意识。在传统诚信价值观中，如果说‘诚’强调主体的自我修养和对自身单向约束的话，那么‘信’则是针对特定关系网络或群体中人们之间的双向约束。在人际交往活动中，既‘诚’又‘信’，社会生活秩序便能得以确保。

2．在组织层面上，封闭的共同体对成员行为的有效约束。如前所述，传统中国社会是家族共同体自治的小圈子社会。在这种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中，共同的生产生活使得成员之间知根知底，获取信息极为便利，这就克服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风险。而在封闭的组织和社会结构中，又极容易形成有约束力的社会规范，从而对成员的违规行为起到强有力的约束。由于个体与共同体始终存在着紧密的关联，即便个体流动到外地，个体对共同体都存在回报的义务，而个体也希冀在共同体中获取社会评价。这种评价，在本土文化中往往表现为脸面。正如有学者所说，本土的脸面资源作为非正式约束，作为一种心理压力和动力一方面来自于自己对所处社会的融入，另一方面也来自该社会的期待[7]。这种压力和动力使得共同体对成员行为的约束是始终存在的。

3．在制度层面上，存在有效的制度激励。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包括土地、财产等最重要的资源，基本上都是在家族共同体内部进行分配的。不守信者会受到共同体的惩罚，严重者甚至被共同体隔离和驱逐，这就意味着个体将难以生存，因此守信是个体理性的选择。在共同体内获取生存资源，就自然成为一种有效的促使个体守信的制度激励。这种制度激励的有效性还体现在连带责任上。连带责任的存在与东方传统文化中个体的非独立性存在有关。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在东方传统文化的理念中，个体不是独立的，东方文化的特点就是情境主义或相互依赖。父母子女之间都是相互依赖的，这种相互依赖也推延到社会人际关系的其他层面，包括邻居、朋友、君臣之间[8]。在相互依存性社会，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失信于人，会产生连带式的负面效应，使家人和家族蒙羞，这种附加的惩罚和连带责任作为一种制度激励会促使个体重视自身的声誉和约束自己行为。

（二）当前我国社会的信用危机
传统社会未出现信用危机，根本原因在于这种信用运行的基础对信用制度的支撑，或者说传统信用嵌入于并契合传统的社会结构。当前，中国向现代社会的转型，逐渐瓦解了这种基础。具体而言：在价值层面上，诚信价值观逐渐被遗弃。在传统社会，儒家伦理对诚信价值观的推崇，以及儒家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使得对私利的追逐往往受到这种重义轻利主流价值的制约，背信弃义会受到舆论和社会规范的强有力约束。当中国向现代社会迈进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效率优先的政策取向，使得利益成为整个社会的支配性法则。全社会受利益价值观驱使，缺乏一种超越性价值观对这种利益价值观的制衡。而社会流动和社会结构的日益开放亦使得注重主体内在诚信这种信用伦理已经无法契合流动的陌生人社会；就组织层面而言，传统社会中，个体隶属于一个个独立的共同体，共同体实际上构成了对个体行为约束的组织载体。共同体的集体惩罚机制，在不流动的传统社会有效地发挥了对成员的约束作用。但在现代社会，个体从共同体中脱嵌而获得独立，原子化的个体在利益导向的市场社会中几乎不受组织约束；就制度层面而言，在传统社会，共同体内基本上是一个熟人社会，信息充分传递，乡土社会中的闲言碎语和对脸面道德的注重，构成了对成员强有力的约束，不守信者将难以立足。而个体与共同体的连带关系，亦使得成员相互间负有连带责任，这种连带制度的激励功能在不流动的熟人社会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中，陌生人社会的来临使得闲言碎语和脸面道德这种非正式规范的约束力下降，而社会的个体化亦使得连带责任逐渐消失，制度的激励功能大大下降。

总而言之，当前我国社会信用危机的深层原因在于传统信用运行基础被侵蚀。若不能重建现代信用制度运行基础，现代信用制度终究难以发挥应有的功效。我国现代社会信用制度的重建，核心在于重建其赖以运行的价值、组织和制度基础。

三、我国社会信用制度的重建

1．推进职业伦理建设，重建现代信用制度的价值基础。在传统社会中，诚信价值观能够发挥有效的约束作用，乃因为一整套制度设置与组织结构等外在力量的配合，使得诚信成为个人安身立命的根基。换句话说，诚信价值观与外在的社会结构是契合的。如今，这种外在的结构已经瓦解，试图通过诚信教育或者说单纯倚重诚信来重建信用制度无异于缘木求鱼。但一种制度的良好运行又不能缺少深层的价值基础的支撑，因此必需重建现代信用制度运行的价值基础。如果说现代西方社会信用制度运行的价值基础在于其普世主义的宗教伦理、普及的法治观念和完善的职业伦理的话，那么前二者在中国文化基因中是缺失的。通过对文化基因的改造来重建信用制度的价值基础，显然不切实际。在单纯的道德教育收效甚微、法治观念的树立也不是一朝所能完成的今天，重建职业伦理，就成为重建信用制度价值基础的可行路径。这是因为，在现代社会，任何个人终归要在职业活动中获取生存的物质资源和社会声望，换句话说，他是不能脱离职业群体和职业活动的，个体对职业的依赖，使得可以依赖各类职业群体来发挥对成员的行为约束，比较契合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具体而言，要让各类行业组织、注册会计师协会、律师协会等社会组织和职业群体拥有对从业者评定、准入和除名等方面的权力，发挥行业和职业规范的约束作用，让那些违背规范的信息在业内得以曝光，相关从业者在圈子内被贬斥甚至永远驱逐。只有这样，诚信才能内化为从业者的自觉行为和职业伦理。

2．重建以行业组织和职业群体为代表的社会组织，建立现代信用制度运作的组织基础。如上所述，传统社会是共同体的社会，共同体信用能够发挥对成员的约束作用，主要在于共同体满足成员资源获得需求、成员之间的连带责任、共同体的集体惩罚机制、信息的充分传递等条件的存在。在现代社会，个体化社会和原子化社会的到来，使得个体逐渐从传统共同体中游离出来，若没有介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社会组织，就容易出现社会失范，信用危机正是社会失范的一种体现。此即涂尔干所说的，如果在政府与个人之间没有一系列次级群体的存在，那么国家也就不可能存在下去。如果这些次级群体与个人的联系非常紧密，那么它们就会强劲地把个人吸收进群体活动中，并以此把个人纳入到社会生活的主流之中[9]。在原子化的现代社会，重建以行业组织和职业群体为代表的社会组织，能够为现代信用制度的运作提供组织基础。这是因为在这些组织和群体内部，信息能够得以充分传递，个体不得不注重自身的信用，同时，成为某个组织或者群体的成员，就等于获得了一个团体身份印记，成员的违约和失信会对组织带来连带式的负面影响，这就使得组织会在内部加强对成员的约束。上述社会组织，同时也是一种信任网络。受差序格局社会结构的型塑，对关系的注重而不是对契约和法律的重视这种社会心理，仍旧留存在国人的心理意识和行动逻辑中。例如在素有‘民营经济之都’的温州，温州人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建立温州商会，仍旧倾向于在温州人网络中寻求合作。而自上而下改革所释放出来的社会空间，亦为现代社会组织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社会组织在约束成员行为上具有自身的优势，因为这些组织一般是独立平等的个体自愿自发组建，这种基于平等基础上的扁平化的组织网络，比垂直型的科层架构，信息传递更为准确充分，因而更容易建立相互间的信任，以信任为基础，个体间信用关系更容易建立起来。

3.完善制度建设，发挥信用制度的激励功能。在传统社会脸面道德和闲言碎语等非正式规范能够对成员的行为发挥约束作用，其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是信息的充分传递、社会的封闭、人与人之间的连带责任和资源获取渠道单一。这样，个体守信就会受到充分的激励，成为自身的理性选择。但在现代社会，上述条件基本不再。随着流动性的陌生人社会来临，脸面和闲言碎语等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力大大下降。个体化社会的来临，亦使得连带责任失灵。传统共同体解体、个体获取资源渠道多样化，不再对传统共同体产生依赖。这样，建立完善制度建设，充分发挥现代信用制度的激励功能显得非常必要。在现代社会，信用制度激励功能的发挥，一方面离不开职业伦理这种非正式规范的作用，另一方面更要注重正式制度尤其是法律的威慑和惩罚作用。要借助于完善的信息传递机制，使得违规失信者的信息能够传播，再借助于相应的惩罚机制，使失信者受到惩罚，真正使得失信者“一处失信，处处受制”。这样才能发挥制度的惩恶扬善的警示效应。目前我国信用制度难以发挥对成员的行为约束和规范作用，一个重要原因是对违规失信行为惩处不够，使得失信收益大大高于失信成本，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失信的蔓延。

四、余论

在建设现代信用制度中，重建适合现代信用制度运作的价值、组织和制度等基础，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借鉴西方现代信用制度建设经验并结合我国现实国情，本文提出了推进我国社会信用制度建设的条件：政府的合理定位、市场的正位和社会的归位，保持市场、政府和社会三大机制间的对接和耦合。

首先是政府的合理定位。在计划经济时期，大政府的经济社会管理模式没有出现信用危机，主要原因在于政府起着隐性担保的功能。但市场体制启动后，独立的利益主体出现，加之现代信用制度缺失，大面积的信用危机开始蔓延，市场这只无形之手难以独自应对，必需借助于政府这只有形之手。政府在信用制度建设中的合理定位，主要体现在为现代社会信用制度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一是推进有关信用信息收集、信用制度实施的法律法规建设，二是为行业协会等行业组织、注册会计师协会等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和法律环境。

其次是市场要正位。信用本质上是自由平等的经济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明晰的产权、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的公平交易等条件构成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当前，产权不明晰，政企不分现象严重，尤其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各个市场主体处于不平等地位，是造成市场机制失灵的重要原因。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市场启动较晚的后发现代国家而言，市场正位需要一个缓慢的成长过程，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政府为市场创造良好的环境。

最后是社会要归位。社会信用从根本上说，是各种社会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它从根本上依赖社会自身内在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于横向的自愿联合而不是纵向的强制控制，因此最根本的还是社会的归位。在原子化的现代社会，社会的归位体现为横向联系基础上的各类社会组织能够发挥对成员的行为规范和约束。就我国目前现实而言，要充分发挥行业组织、注册会计师和律师等职业群体对本行业经营主体的监管，因为上述组织具有层级少的扁平化结构，信息对称，且具有专业知识，因此能够更有效地对成员进行规范约束。目前这类组织面临的主要瓶颈是相应的法律法规缺失，以及自身的公信力问题。在相关法律上，应赋予行业组织和职业群体更大的作用，主要由这些组织来规范成员，而这些组织也要接受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逐渐培育其社会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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